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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究 ·

中古世界兴起的主要文明及特征 *

刘景华

一、中古时代世界第二波文明兴起

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明兴起浪潮。第一波浪潮无疑是在上古时代。就目前

研究所知，上古文明的出现始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止于公元前 500 年左右。在第一

波浪潮中涌现的主要文明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

中国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此外，还包括了古代西亚的赫梯文明、腓尼

基文明、犹太文明、米底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非洲北部的迦太基文明等。美洲印第安

文明最早也出现在上古时代。上古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① 创建者是农耕民族；个别

是商业文明，如腓尼基文明及支嗣迦太基文明。到公元 5 世纪，上古文明大多已经历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社团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古代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及特征研究”（21STA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9 — 86 页。

摘  要：中古时代，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在这个时代兴

起的文明中，以日耳曼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对近现代世界影

响为最甚。与上古文明相似，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均为独立的原创型文明，它

们是各部群社会发展自然行程的结果。与上古文明不同，这三个主要文明的创

造者都是游牧族背景，在融进农耕文明时还留有一定的游牧族习性；都是征服

者文明；都是宗教文明，奉守一神教。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遇到了极佳的国

际环境和时机，同时也吸收了先在文明和同代文明的诸多养分。由于文明的内

生机制和成长空间各有不同，最终欧洲文明脱颖而出，率先迈向资本主义工业

社会。

关键词：中古世界 日耳曼文明 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 俄罗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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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形成、兴盛到衰落或消亡的全过程。① 

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是在中古时代。公元 500 — 1000 年间，新兴的文明主要有

日耳曼文明（即欧洲文明，后扩展成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主要是俄罗斯文明）、阿

拉伯ˉ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和东南亚文明虽最早出现于上古末，但成型多是在中古

时代 6—7 世纪以后。非洲各区（东、西、南）也在中古时期出现了不少孤立的文明点。

人们通常认为世界有四大文化圈。② 其中有两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

圈）的形成与中古兴起的文明直接相关。另一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虽然发祥于上

古，但扩成大文化圈则是在中古时代，即 7— 12 世纪印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加快东

南亚文明诞生并进入印度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中，唯有儒教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在

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并在中古时期持续发展，唐宋时再次达到高峰。相对于上古起源

的文明来说，中古兴起的几个主要文明在现代世界有极大的影响。

在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中，以日耳曼文明最为瞩目。日耳曼文明始于公元 5 世纪

日耳曼族各部落从北方进入西欧大地，在原有西罗马帝国版图上建立诸多小国，包括

西哥特王国、苏维汇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伦巴

第王国、英吉利王国等。在文明成长过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着自身族群谱系的原

生要素，更受到罗马时代残留的隶农制、大地产制的影响，并在后来吸收了罗马法等

因素，精神上皈依并信奉基督教，还创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诸如采邑封建制、封建等级

制、庄园制、农奴制、自治城市与市民社会、宪制与议会、资本主义关系等，最终在 16

世纪成型并形成力量，向全世界扩张。

也诞生于中古时代的斯拉夫文明，其中最有影响者当属东斯拉夫文明，亦即俄罗

斯文明。斯拉夫人有三支。南部斯拉夫人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出发，南下多瑙河流

域，公元 523 年第一次侵扰拜占庭帝国，③ 六七世纪散布到巴尔干半岛，逐渐从拜占庭

帝国的骚扰者变成不驯服的臣民，不断掀起反抗浪潮，锲而不舍地寻求独立，中古时

期建立过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众国家，但未形成

强大的统一体，影响有限。西部斯拉夫人有波兰人和捷克人两个分支。无论大波兰还

是小波兰，虽然几度统一，但也多次分裂，12— 14 世纪出现过五大公国。中世纪晚期，

波兰农业还和西欧绑在一起，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输送农产品的边缘地带，④ 为

① 只有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以及古代罗马文明东翼在游牧民族冲击下短暂消沉后有复兴迹象。公元
5 世纪，东罗马文明抵挡了日耳曼族攻击，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东罗马（拜占庭）时代；中国完成了北方统一，
进而在 6 世纪实现全国统一，进入古代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隋唐时代；印度笈多帝国在嚈哒人攻击下气息
奄奄，而在反抗嚈哒人斗争中印度于 7 世纪再度出现强大王朝——戒日帝国。

② 四大文化圈分别为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持此说法者，包括庄锡
昌：《世界文化史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陈佛松：《世界文化史》，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
社，1993 年；邱运华、马固钢：《中外文化概论》，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等。

③ Zbigniew Kobylinski, “Slavs”, in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c. 500-c. 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32-533.

④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第 1 卷，
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01 — 4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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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还出现了“再版农奴制”①。波兰在信仰上向西欧靠拢，笃信天主教。至于捷克（波

希米亚），更是中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成员，国王是帝国“七大选侯”之一。

最能代表斯拉夫民族和斯拉夫文明的，还是东斯拉夫人即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明，

包括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分支。俄罗斯文明始于公元 9 世纪

基辅罗斯国家建立。境内各公国走向统一之际，俄罗斯遭到了草原游牧族蒙古人攻

击，结果臣服金帐汗国两百余年。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俄罗斯获得了解放，并

逐渐强大起来。16 世纪俄罗斯文明最终确立，并从此走向对外扩张之路，发展为世界

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阿拉伯文明起源于公元 7 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伊斯兰

教作为灵魂，在穆罕默德时期完成了阿拉伯神权国家的统一，阿拉伯文明正式诞生。

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开始扩张，“古兰经和剑”成为阿拉伯人扩张的两手利器。历经大

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版图东到印度河流域，西至伊比利亚半

岛，北抵中亚深处，南面囊括北非全部地区，东西跨越万余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版图仅

次于蒙古的最大帝国。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人分布于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后来的传

播范围更为广泛，除阿拉伯人分布地区外，还包括西亚的奥斯曼、伊朗，中亚腹地，南

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等。

日本虽被归入儒教文明圈，但其文明的起源还是有其自身路径。日本人有多个

来源，如土著阿伊奴人、马来人等，主要族源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游牧族通古斯人。通

古斯人前后三批迁到日本，日本文化的根基元素即为通古斯文化。公元 1 世纪，日本

境内出现 100 多个部落小国，邪马台国在 3 — 4 世纪较有影响。日本步入文明当在 5

世纪，其时大和国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7 世纪大化改新，中古日本受到中国

文化较多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半亚半欧式”特征。半亚指日本对中国文化和

制度的学习与移植；半欧指日本人像日耳曼人一样其远祖是游牧族，中古某些制度和

习俗类似西欧，如武士类似骑士，庄园所有权多元分割类似西欧采邑制，庄园“不输不

入”权类似西欧庄园特恩权，政权有公（国王）武（诸侯）寺院（教会）三大系统，还出

现过西欧那样的自治城市和行会（座）等。

东南亚基本上也是在中古时期踏入文明、诞生国家的。柬埔寨 5 世纪后出现了扶

南国、真腊国，文明第一次繁盛是 9 — 14 世纪吴哥王朝时期。老挝在 9 世纪出现南掌

等小国。缅甸实现统一是在 11 世纪蒲甘王朝初期。泰国最早于 13 世纪出现速古台

王国（暹罗）。印度尼西亚 7 世纪诞生许多小国，强者如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爪哇

岛西部的诃陵。8 世纪兴起强大的夏连特拉王朝，控制了印尼大部分地方。越南因受

中国影响而较早进入文明，从秦朝至 10 世纪，越南一直处于中国控制之下。939 年越

南打败中国南汉军队，首次赢得独立。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82 年 12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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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都在中古时代诞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东非埃

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4 世纪达到鼎盛，国王被称“万王之王”。桑给巴尔在 14 — 15

世纪发展为帝国。索马里的伊法特人曾于 16 世纪建立阿达尔国家。加纳 8 世纪末建

立的黑人通卡尔王朝是西非历史上第一个强盛大国。13 世纪取代加纳的马里，14 世

纪达到极盛。尼日尔河中上游的桑海王国于 15、16 世纪之交进入鼎盛状态，首都廷

巴克图一度与巴格达、开罗并称为伊斯兰世界三大文化中心。在赤道以南非洲，刚果

王国建立于 14 世纪前后，15 世纪进入繁荣期，版图宽阔，国家机构完整，手工业和贸

易发达。“石头城”（津巴布韦）从 6 世纪开始建设，是非洲南部最强大的国家，梯田农

业发达，并因采炼金银铜矿而富有。

二、中古兴起的主要文明之游牧族本性

在中古时期兴起的文明中，日耳曼文明、阿拉伯ˉ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这三个

主要文明在今天仍影响极大。它们有不少共同特征。与上古文明相似，就文明的缘起

过程和模式来说，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是独立的原创性文明，即这些文明的发生是其

创造者主体部族社会自然行程的结果，或用流行话语说，文明是按其自身谱系发展和

繁衍而来。与上古文明不同的是，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游牧族背景，即

是由游牧族或刚刚农耕化的游牧族创造的。日耳曼人是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东斯

拉夫人是走向农耕的游牧族，阿拉伯人以游牧为主、在文明创造过程中逐渐农耕化。

它们必然带有游牧人原生的本性。这与上古文明产生于农耕地带、文明创造者均为

本地原生型农耕民族迥然相异。

日耳曼人是刚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在公元前四五个世纪的欧洲北部，分布

着三四个原始族群，偏西为凯尔特人，偏东有斯基泰人、斯拉夫人。中间为日耳曼人，

他们定居在从日德兰半岛到今天德国的东北部一带。公元前后，他们处在从游牧族

向初期农耕者转化的过程中，其社会组织“百家村”可能就是从畜牧条件下所产生的

土地（牧场）分区而来。① 一方面他们还有游牧族生活的许多遗风，如罗马统帅凯撒在

《高卢战记》中说，“他们没有私有的、或单独保存的土地，而且在每一个地方也许仅居

住一年。他们不多用谷物为食品，其主要食品为牛奶和家畜”；“他们对农业是没有什

么热情的，大部分食品只是牛奶、乳酪、肉类。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固定的土地或产

业”。② 一个多世纪后的罗马史家塔西佗也说，“日耳曼人以自己的羊群牛群互相炫耀；

这是他们的唯一的财富，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③ 另一方面，即使他们已定居并从

事农业，其生产水平也非常低。在公元 100 年左右的塔西佗看来，在和平的日子里，日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08 页。

② 详见凯撒：《高卢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③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郭守田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1 —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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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的男人们“用许多时间去打猎，用更多的时间去睡觉 ...... 将管理家务、耕种田地

的事情交予妇女、老人或家中体弱的人去做，他们自己袖手旁观，不参加劳动”，当然

谈不上精耕细作了；即使耕地，“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常常更换”。①当然，按照经

济史家汤普逊的说法，这也许是日耳曼人已意识到连续耕作同一块地会使地力枯竭，

因而采取“田—草”交换轮作制。② 日耳曼人进入西欧时，把罗马时期的先进生产力破

坏殆尽，却长期维持自己那种原始的农业生产水平，即使到 8 — 9 世纪法兰克王国查

理大帝时代，农业产量仍然极低。③ 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在迈入文明状态时，他们的农

耕水平乃至文明程度都是比较低下的。

斯拉夫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原为游牧民族，起源于今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

相接的低洼潮湿地带。作为正在农耕化的游牧族，他们进入文明状态时社会水平甚至

比日耳曼人更低。在迁徙浪潮中，斯拉夫人从公元 6、7 世纪起往东、西、南三个方向

扩散。西支斯拉夫人以波兰人和捷克人为代表，南支斯拉夫人迁至巴尔干半岛。据 6

世纪中叶拜占庭著名史家普罗科比记载，斯拉夫人身材高大，健壮，浑身脏污，住着窝

棚，喜欢徒步行走，作战时直冲敌人，也不穿甲胄。他们用牛等动物祭祀神灵，说明其

仍处游牧时期。略晚于普氏的史书也说，斯拉夫人徜徉于森林、沼泽及湿地之间，生

存条件艰苦，组织性差，但又绝不接受奴役和压迫。在其迁徙的过程中，甚至还以落后

朴素的生活方式取代原住民先进的物质文化，如以沉于地面之下的小型木质建筑取代

建于地面之上的桩柱式木屋、用手工陶器取代铁器等。他们也不愿停留于游牧劫掠

生活，而是想获得土地、长期定居，实现成为农耕民族的愿景。④ 东斯拉夫人 6 世纪前

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共 30 多个部落，各部落以酋长为首。迁徙过程中，东斯拉夫人

广泛分布于东欧大平原，即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东至顿河、奥卡河和伏尔

加河，南到黑海，北抵拉多加湖的广大地区。他们沿着几条大河及支流散居在无数小

村子里，少数建在河畔高地的村子可俯瞰两边、有防卫设施，大部分村子则是开放式

的。东斯拉夫人散布的五大地带，除了南方黑海岸边开始出现城市文明外，其余分别

是草原游牧区、森林农牧区、中部和中北森林区、远北渔猎区。9 世纪时，这一广大地

区出现了许多小公国。为了维持纵贯南北的通商大水路——“从瓦里亚格到希腊人之

路”，9 世纪后期，在北欧诺曼人帮助之下，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形成，首都基辅位于

森林草原农牧混合区的北缘。往北是更寒冷的森林区。在邻近拜占廷的影响下，东斯

拉夫人的经济生活开始得到实质性进步。这时候，有了铁制农具，学会了用牛马耕地，

还采用轮耕制。有零星的手工业和商业。直到 10 世纪中叶，第聂伯河东岸还栖息着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郭守田主编），第 6、9 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第 109 页。

③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庄稼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最低时小麦为 1∶1.7，大麦 1∶1.6，黑麦 1∶1.1。参见 G.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8, pp. 25-26.

④ Zbigniew Kobylinski, “Slavs”, in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1, c. 500-c. 700, 
pp. 524-525, 528, 530.

◎
 

刘
景
华    

中
古
世
界
兴
起
的
主
要
文
明
及
特
征



28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二
期

4 个游牧部落。每年开春雪融之时，他们便北上寻找牧场。秋天则返回南方，这里的

冬雪不太厚，尚可放牧畜群。①

阿拉伯人是亚洲大陆西南端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族。半岛处于西亚北非大干旱

地带，属于亚欧大陆南端农耕世界里的游牧地带。② 半岛西南沿红海的北段有些许绿

洲，水草丰盛，适合农业和牧业，称为“希贾兹”（汉志）。希贾兹山挡住了西边来的雨

水，致使半岛中部和东部的内陆完全沙漠化，③ 称之为“内志”，与农耕无缘。恶劣的生

存环境，使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因此，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几千年里，不少族群北上西迁

寻找生计。也有些人群继续留在半岛上繁衍、生息。从事游牧为生的人们，称为“贝

都因人”，意即“草原游牧人”或“沙漠之子”，以驯养骆驼和羊群为主。他们与绿洲上

的半定居型农业部族相互依存，用畜牧产品与农业部族的武器等产品相交换，并依仗

军事优势为农夫们提供保护。④ 在阿拉伯ˉ伊斯兰文明扩张中，最终形成的阿拉伯帝

国横跨了四个古代农耕文明区域，从东到西为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

流域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还与更东边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接触，因而在文明创造过程中

大部分阿拉伯人逐渐农耕化。同时也有许多阿拉伯人仍以游牧为生计，饲养绵羊、山

羊、马匹和骆驼等。即便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其陆地长途运输主要靠“沙漠之舟”骆

驼，短途运输则主要用马、骡、驴这些牲畜。耶稣时代在中东消失的车辆运输，直到 19

世纪才在这一带再现。⑤

中古世界兴起的这几个主要文明，具有显著的游牧族特征。

其一，它们都是征服者文明，在移动式扩张和征服中发展文明。这和游牧族的游

动习性以及在军事上的机动性优势有关。兰克曾称日耳曼和拉丁共同体六大民族有

三次移动三大呼吸。第一次呼吸是它们移动到西欧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第二次呼

吸是十字军东侵向东欧西亚小扩张，虽历经二百年但铩羽而归；近代殖民则是向全球

的大扩张，最终把全世界纳入囊中。阿拉伯人也是在征服和扩张中形成帝国，而且帝

国中心不断因扩张而移动，从哈里发时代以阿拉伯半岛麦加和雅特里布（麦地那）为

中心，到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再到阿巴斯帝国以伊拉克巴格达为中

心。晚期阿拉伯帝国裂变为三个大食，中心分别位于西班牙、埃及和伊拉克，都远离

了阿拉伯发祥地。这和农耕帝国多以发祥地为中心、向四周挤压的漫延式扩张有所

不同。俄罗斯文明的创造者斯拉夫人原先居于今天的波兰东部ˉ乌克兰西部一带，后

移动到据有东欧大平原，9 — 15 世纪文明发展历尽曲折和磨难，16 世纪文明定型后迅

① Thomas S. Noonan, “Europe Russia, c. 500-c. 1050”, in Timothy Reuter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3, c. 900- c. 10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88-492.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第 74 页。

③ Arthur Goldschmidt Jr.,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Middle East, Boulder (USA ) : Westview Press, 
2006, p. 23.

④ 保罗·福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 1 卷（约 500 年至约 700 年），徐家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1 年，第 357 页。

⑤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0.



29

速对外扩张，向东到达太平洋岸，向南翻越至外高加索和内亚腹地，从而奠定了世界第

一版图大国的基础。

其二，它们都是宗教文明，信奉一神教。或许是游牧民族意识到自身文明底蕴太

弱，一方面需要宗教大旗作为灵魂支柱，来增强本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另一方面

或许是力图借助宗教形成精神优势来强压先进的农耕文明。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初

期日耳曼人南下西欧时纷纷皈依基督教，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以及凯尔特（爱尔兰）游

牧族也快速接受基督教，两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堂就布满了欧洲大地。11 — 13 世纪欧

洲十字军东侵，打着宗教幌子，声称要“收复主的墓地”。即使是地理大发现，西班牙

和葡萄牙也有向海外陌生世界传播天主教的原初动力。至于阿拉伯文明，则是以伊斯

兰教为精神纽带才形成的。伊斯兰教作为严格的一神教，反映了阿拉伯社会统一的要

求。在阿拉伯人的持续扩张中，他们借助宗教大旗，拿着《古兰经》进行“圣战”。所到

之处，异教徒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灭亡。① 作为政教合一帝国，宗

教领袖哈里发又是世俗国家最高统治者；作为伊斯兰教经典的《古兰经》和《圣训》，是

治理世俗国家的法律基础。俄罗斯则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主动引进东正教，从而为文

明成型奠定了核心层面的精神基石。即使到了近代，传播自身宗教仍然是这些文明追

逐的“神圣”目标，这在欧洲文明的天主教和新教那里，在亚洲的伊斯兰教那里，表现

得最为突出。

其三，它们的早期经济社会制度明显留有游牧半游牧生活痕迹。如日耳曼人初入

西欧之时，由于移动的关系，原先的部族组织被冲散，新的社会共同体只能在新占领

地按照地缘关系构建，于是一个个核心小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Mark 马尔克，本意为

边区，亦即新占领的地方）便成为日耳曼人的基础单位。土地公有，定期进行分配；随

着私有观念加深，土地分配间隔时间越来越长，终至不再分配、演化为私有财产，这是

西欧封建化过程的基本内容，从 5 世纪一直持续到 9 世纪。其封建制的最终确立，还

与 8 世纪的采邑制改革有关。而采邑制改革的人事基础是日耳曼亲兵（贵族）制度，

这是游牧族独有的军事团队习俗。因此，西欧的早期封建化过程几乎与原土地上罗马

帝国的制度无甚关系。西欧庄园里的“敞地制”，即收割后土地和休耕地庄民们都可

放牧牛羊，也是游牧族共享牧场习惯的遗存。至于其农业经济中畜牧占有较大比重，

更与游牧族食肉饮乳酪的原生习惯一脉相承。② 至于阿拉伯人帝国所扩张之地，都是

原有的古代文明地区。虽然阿拉伯人保留了许多当地制度，但同样也注入了自身游牧

族的旧有元素。虽然奉行土地国有制，土地支配权在哈里发手中，但军功贵族、清真

寺庙、贵族地主以及个别农民都能拥有私有土地，甚至还有农村公社土地制的存在，

土地权利呈多元趋向，社会矛盾尖锐。在社会结构中，阿拉伯人的等级意识分明。以

哈里发为首的阿拉伯人贵族最为高贵，尤其是其中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南人”。非

①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 80.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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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裔的穆斯林“麦瓦利”，地位自然比阿拉伯人低；未改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迪

马”，说是有宗教自由，但往往被强迫和诱导改宗。还有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存在。各种

矛盾错综交织，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帝国早早就分崩离析，其实也是阿拉伯人作为游牧

族在政治上先天不足、缺乏熟练治理国家能力的反映。至于俄罗斯，进入文明前夕也

有类似于西欧马尔克的农村公社“维尔福”，而且这一落后的村社制度在俄罗斯长期

残存，直到 19 世纪还成为科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对象。古罗斯国的成长

一直碰碰磕磕，早期大公们颇似游牧族首领一样，以“索贡巡行”方式实施松散统治。

稀松的管理使国家一盘散沙、政治分离，这种状态在外敌侵入下不堪一击。蒙古人在

200 多年统治里实行“八思哈”制度，几乎让罗斯各公国气息奄奄。在反抗蒙古人的斗

争中莫斯科大公国历经磨砺而强盛起来，俄罗斯文明最终在 16 世纪成熟成型，由此战

斗性强也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之一。

三、中古兴起诸主要文明成长的环境和时机

游牧族社会战斗力虽强，但在征服农耕民族后，经济和文化上却很快融入了农耕

世界，即使强悍的政治军事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所谓游牧文明实际上没有完

成其成长全过程就停滞了，① 只能降维为游牧文化而已。然而，由具游牧背景的部族

所创造的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却未像斯基泰人、突厥人、蒙古人那样停顿在游牧文

化阶段，而是能很快地转化为农耕文明，并最终形成自身的文明本体及特色，历经千年

而不褪色，至今仍在世界上居于强势地位。这三个中古文明兴起之时，正是上古文明

发展疲顿并呈现颓势之日。当这些游牧族尚在第一代文明的边缘区受文明濡化逐渐

向农耕转变之时，第一代文明的中心区却因内部蜕变而不再维持繁盛局面，或处于低

谷状态而难以奋起，或对文明边缘地带失去控制力，由此便给了转型中的游牧族以崛

起的有利环境和时代机遇。

日耳曼文明兴起前夜，古代罗马文明经历了公元 2 世纪“五贤帝”的黄金时代后，

很快出现了“三世纪危机”，其最大特点是政治极端混乱，到处都是皇帝，最多时竟有

“三十僭主”在位。到处都是奴隶和隶农起义，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阿哥尼斯特

起义，经久不息。日耳曼人应罗马统治者之邀，开始和平地进入帝国境内。基督教从

早期在被奴役的下层群众中传播，变成社会中上层的寄托而争相加入，动摇着罗马统

治的社会基础。帝国经济陷入了凋敝状态，生产几乎停滞，直接生产者难以为继：以

往作为社会主要劳动者的奴隶，随着罗马征服战争停止、战俘减少而来源枯竭；以往

的直接劳动者隶农，则被奴隶主视同于奴隶，其实际地位越来越接近奴隶，他们的劳动

兴趣也大减；至于原有的自由民，很多早就脱离了劳动，经常无所事事，在统治者纵容

下成天游手好闲，沉浸于声色犬马，放肆挥霍着社会财富。三四世纪之交，虽有戴克里

①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归纳了五种“停滞的文明”，游牧文明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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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士坦丁等君主力图“中兴”，但不过回光返照而已。罗马终于在四世纪末裂分为

东西两块。东罗马经济实力尚存，并有皇帝驻守，蛮族人进入后自感力有不逮，旋即快

速退出。而西罗马早已家底空空，无力阻挡蛮族进攻，如罗马城就几度遭西哥特人、

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洗劫。宽广的西欧大地便成了蛮族人的安家定居之所，蛮族国家林

立，成为孕育日耳曼文明的摇篮。

与日耳曼人各族在三四个世纪的流动中寻找栖息之地不同，阿拉伯人则是在快速

征服中建立庞大帝国。阿拉伯之所以能在亚欧大陆枢纽地带突然崛起，也在于当时的

环境和时机极为有利。从两河流域到埃及的中东核心地区，是世界最早诞生文明的地

区，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的波斯帝国成为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者。其后

中东进入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公元 1 — 2 世纪罗马与安息在两河流域长期

对峙。5 — 6 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长期交战，两败俱伤，而 6 世纪拜

占庭帝国的争夺重心在欧洲和北非西部，7 世纪又花费大量精力去对付南下巴尔干的

斯拉夫人。这样中东一带实际上貌似形成了政治真空地带，这就为阿拉伯的崛起并对

外征服和扩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

俄罗斯文明兴起，其实也与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邻

近俄罗斯的拜占庭文明，9 世纪以后正处于衰退期，经济上无所创造，政治版图日益萎

缩，其触角难以企及东北欧地区。古罗斯国家兴起之地颇为苦寒，也难以引起拜占庭

人的兴趣。其二是这时正是北欧海盗四处侵掠之际。北欧人往东南方向开辟了“瓦

希之路”，力图打通北欧与拜占庭的联系，俄罗斯人可以借助诺曼人之力发展自己，不

然怎会有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论”呢？

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也较多地受到了先在文明或同时代的邻近文明之惠。即便

它们是独立的原创型文明，它们在兴起和早期发展中也受到了其他文明较多影响，虽

然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这几个文明初兴之时，亚欧大陆早已形成了文明世

界，上古起源的各文明体大都延续了千年以上，文明机制和社会形态极为成熟。古老

文明的曾经存在势必对邻近游牧族产生影响。当交往日益频繁甚至这些游牧族成为

农耕世界新主人时，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大大加快。学界以往较多讨论它们如何跳

过所谓奴隶社会阶段，从原始氏族公社直接过渡至封建社会，缩短了社会形态变换的

历史时间。当然，这个过渡期有长有短，封建化程度也有所差异。此外，我们还可超越

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视阈做些考察。

日耳曼文明来自三方面元素：日耳曼元素是其本体，基督教元素是其灵魂，罗马

元素是促其生长和完善的土壤。当日耳曼人口南下时，基督教则是文化北上，两者交

叉互动。基督教正好符合日耳曼蛮族的需要，即日耳曼人需要精神上的提升，要去掉

身上“蛮族”的胎记；也需要精神上的统一，以利于将分散的日耳曼势力整合起来。在

日耳曼文明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教义原则又提供了许多营养，如各个教民可以直接与

上帝或上帝代表（教士）对话（忏悔），有助于孕育日耳曼文明的精髓——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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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本体观念。至于罗马因素，日耳曼人则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冷却后重拾的。如经

济方面，日耳曼人最初是低下的农牧业，而把罗马发达的城市和工商业破坏殆尽，残留

的罗马城市只是成了宗教聚集地点而已，工商业也只在地中海港口偶有残存。在制度

方面，日耳曼人最初的马尔克农村公社，9 世纪最终完成封建化过程，形成采邑制、农

奴制和庄园制，虽然这基本上是日耳曼人自己的创造，但这也有罗马末期隶农制、大

地产制遗留的影响，在同一块土地上难免无有记忆唤醒。虽然罗马法是 12 世纪才在

西欧复兴，但罗马法之精细，为西欧法制文明的成长提供了足够多的营养。此外，西欧

日耳曼文明也接受了同时代东欧拜占庭帝国诸多积极因素的影响，对此已有诸多学者

予以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游牧地带，它是在对外征服过程中逐步成熟的。而它扩张所及

之地，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与它们的接触和碰撞，极快地提升了阿拉伯民族

的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地区都在公元五六世纪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过程，阿拉伯人面对

这些先进于自身的生产方式时，一方面接受其先进性，另一方面也并非依样画葫芦，而

是注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形成有阿拉伯特色的封建经济制度。同样，这些古老文

明又都各具文化特色，阿拉伯人持完全开放态度，对所有先进文化统统接受不拒，由此

也形成其兼收并蓄、包容百纳的文化风格。同时也坚持其精神本体——伊斯兰教基本

教义不受浸染，避免在新地区本土化；也默许当地人士予以不离其根本的一定改造，

这实际上也是吸收伊斯兰教之外养分的一种开放态度。

东斯拉夫人所在地区，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就有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殖民点。

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人在这一带取代了希腊人影响，帝国版图伸展到了南布格

河赫尔松一带。因此古希腊罗马文明在这一带多少有些痕迹。俄罗斯文明产生于东

斯拉夫人本土，罗斯国家起源与北欧人活动有关，但在文化上却很少有诺曼文化的踪

影，因为诺曼人自身的海洋文化并不适合于俄罗斯陆地。俄罗斯文明发育过程中受邻

近拜占庭文明影响较大：它与拜占庭帝国保持商业上的交流，加快了古罗斯经济的发

展和循环；拜占庭先进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对俄罗斯社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俄

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将其作为精神旗帜来统一东斯拉夫人思想；拜占庭

传教士创造了斯拉夫文字，有利于俄罗斯摆脱野蛮痕迹，踏入文明社会。

这三个主要文明虽然都受他者文明影响，但受影响程度还是有不同的，致使它们

呈现的文明特征也有差异。如果是文明主体民族移动幅度较大的，则受移动所至地

区原有的先进文化影响较多。如欧洲南部即原罗马帝国中心区意大利、法兰克，促使

日耳曼人进入封建社会的罗马因素作用更多，故而这里的史学界更坚持西欧封建制

度“罗马起源论”。又如南部斯拉夫人移动到拜占庭帝国境内，成为帝国内部的异族

成分；西斯拉夫人移动至中欧，其历史发展便与毗邻的西欧更多的纠结。再如伊斯兰

教扩张至阿拉伯之外的先进地区，也就较多地融进了当地因素。如果是移动幅度较小

的，则自身族群和移动所至地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作用，如欧洲北部的德意志、尼德



33

兰和英格兰等地区，原是罗马文明的边缘区或外缘区，所受罗马因素之惠要小得多，故

而这里的史学界更多的是强调西欧封建社会起源“综合论”，甚至是“日耳曼起源论”。

如果是非移动式的，则自身族群的因素更多些。如东斯拉夫人是在自行扩散的土地上

发展文明。又如阿拉伯文明起源地阿拉伯半岛，长期奉守早期游牧习惯和宗教原旨

精义。

值得指出的是，这几个文明在创立阶段，在早期发展阶段，是有生气的，对外来养

分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当文明定型后，文明的精神本体则走向固化，尤其是处在相较

其他文明的有利位置时，它们对外部因素哪怕是积极因素也难以再呈开放态度，甚至

转而贬损之。这一点值得深入探究。如西方文明最深处的个体本位和个性自由精神，

即使面临窘境也没人愿意改变，而且还过度张扬，甚至走样。又如说俄罗斯是“战斗

民族”，基督教文明宣扬“普世价值”，伊斯兰文明痴迷于“教化”他人。是不是游牧民

族更具主动改变命运的精神（逐水草而居），由此更加迷之自信；而农耕民族更偏于被

动顺应自然（如农作物等待雨水），对外部因素会更多些迁就和包容呢？

四、中古欧洲文明何以能脱颖而出？

正因为中古兴起的各主要文明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因而这些文明同样都有强劲的

生命力，都历经了千年以上风雨，至今仍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当然这些文明

各自逐渐炼就的本体特征，它们各自在千年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以至今天在世界上

的地位，却是迥然相异的。

文明本体特征是各文明的灵魂。文明本体形成后，除非内生要求迫使文明自身主

动调整，外在力量很难将其扭转。欧洲文明（日耳曼文明）的本体特征最为突出。欧

洲文明虽在 5 世纪诞生于古罗马文明的灰烬中，但在 5 — 7 世纪的好几百年里徘徊不

前，直至 8 — 9 世纪才确立新生的封建制度。其文明内在的社会机制和“元规则”，使

其能不断汲取多方面的养分，孕育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经过上

千年的提炼和磨砺，到 16 世纪基本成熟定型，17 — 19 世纪继续发展。它以人文主义

为出发点，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强调个体本位，重视个人发展，重视人对自然的斗争，

产生了诸如自由、自治、民主、平等、法治、进取、求真（科学）、理性计值等具有普遍

意义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体奋斗、冒险、扩张、征服、功利、金钱崇拜等西方独有的思

想意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式、绝对化思维，这几方面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

价值观念体系，亦即其文明本体。当然，阿拉伯ˉ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也形成了自

己的本体特征。只不过，欧洲文明之所以最终能在众多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率先走

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更在于其孕育过程中也培育了不同于他者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机

制。这一问题已有无数学者奉献了无数观点，人言人殊，本文仅从文明成长空间的宏

观角度略陈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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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文明兴起的历史机遇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各文明利用机遇的主客观条件

却不尽相同。在西欧，当日耳曼人进入时，罗马制度已彻底崩塌，新的事物尚未出现，

或者仅绽芽蕾而未成气候，这样就给日耳曼人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而日耳

曼人的社会机制 ① 易于或利于激发创新，于是便产生新的思想和制度、新的经济社会

因素。而阿拉伯文明扩张所及之地，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都比阿拉伯人先进，这可

能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这些地区幅员宽广，思想文化错综散乱，易于被伊斯兰

教义所整合；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先进，阿拉伯人面对它们时难免自惭

落后，故而乐于享其现成，而难以产生升级创造的冲动和想象力。因此，可以看到伊斯

兰国家的封建制多是当地原有制度的翻版或伊斯兰化而已，而文化上的“兼容百纳”②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被征服地区文化的“大拼盘”。至于俄罗斯，其民族原本就没

有固态的文化本体，版图上面是制度和文化空白，没有传统可承继，在制度创建过程中

又受到更原始的蒙古人游牧文化冲击干扰，因此俄罗斯文明成型时，并没能达到一种

高级形态。

三个文明都笃信宗教，但在宗教与社会之关系的处理上却大相径庭。西欧虽有统

一教会天主教，教皇和教廷对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化统治，世俗国王也由教皇加冕以表

示“君权神授”，但奉行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世俗政治不受教会节制，更不是教会

的工具。16 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是主张“因信称义”，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交流，

坚决抛弃教廷和教皇。同时，基督教教士也基本上不直接干预和介入教民的日常世俗

生活。虽然教堂和神父遍及村镇，但他们只是通过一次次祈祷和布道去引导俗人，每

人都可通过教士指导下的忏悔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有利于滋育个体本位意识。阿拉

伯国家是政教合一，统治者先是宗教领袖，后才行使世俗权力，世俗政治受宗教教义束

缚，也受教会组织支配。而伊斯兰教“五功”、斋月等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控

制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被框定后，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势必受到限制。

俄罗斯介于两者之间，世俗统治者将宗教作为精神旗帜博取人们的支持，也作为工具

来统治人们、引领社会，其社会进步缺乏人民的首创性支持，而是依统治者意志来决

定。种种因素使我们看到，中古时代亚欧大陆中西部出现的这三个主要文明，日耳曼

文明成为现代社会的开创者，俄罗斯文明成为一个趔趄的追随者，阿拉伯ˉ伊斯兰文

明区则在较长时期里成了欧洲人侵掠的对象。

本文作者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   韩维宾 ）

① 详见侯建新：《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② 故而，有些西方史家说伊斯兰教的“宽容”度还甚于基督教。参见 Norman Daniel, The Arabs and Medieval Eu-
rope, London: Longman, 1975, pp.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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